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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食观测
与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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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58 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食观测是射电天文学这门新兴学科在

中国开端的契机。此次观测由苏联主导，目的是研究太阳的射电辐射。中国方

面组织和培训了一批科研人员协助苏联进行观测。观测结束后，中方引进苏联

厘米波射电望远镜并展开仿制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射电天文研究基地，

培训了中国第一批射电天文工作者。本文通过考察 1958 年海南岛日食观测的

缘起及新中国发展射电天文的设想、中方人员的组织及前期培训、观测实施情况

及结果、对苏联射电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北京天文台沙河站射电天文起步等，

揭示了中国射电天文学早期人员和设备的来源，探讨了中国射电天文学初期发

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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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央斯基( K． G． Jansky) 接收到来自银河系中心的无

线电波，射电天文学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荷兰等国一批战时雷达工作人

员转而把相关技术应用于天文观测，射电天文学因此得到迅速发展［1］。
苏联射电天文学始于 1946 年。由于射电天文技术的开展关国计民生和军事国防，因

此这一集合无线电工业和现代电子技术的新兴学科也迅速在苏联受到重视。苏联的射电

天文学以理论研究见长，开头数年中普尔科沃天文台、莫斯科大学等多个科研机构的射电

天文工作者就在太阳及宇宙射电研究方面陆续做出了重要工作，并建造了用于观测太阳

的米波、分米波和厘米波射电望远镜多部［2］。中国天文工作者最早接触到射电天文学，

大概是 1954 年席泽宗应苏联射电天文学家的研究所需，对中国历史文献记录中的超新星

进行搜集整理，制作了《古新星新表》服务于苏联乃至西方国家的射电天文工作［3］。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天文学面临“人才星散，设备缺如”的境况，因而需要“以观测

基地与研究队伍之创建为务”( ［1］，4 页)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苏联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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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地促进了包括射电天文学在内的众多新兴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1956 年，

射电天文学被列入《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苏联科学家的指导

下，对这门学科发展所需的人员和机构的建设都做出了统筹安排。揭示这样一门新兴学

科如何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无到有地建立，是研究中国当代天文学史的一项

重要工作，也是探讨 20 世纪中叶中苏科学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案例。本文依据原始档案和

当事人的访谈，研究射电天文学在中国的开端，揭示了中国射电天文学早期人员和设备的

来源，并探讨了这门学科初期在中国发展的特点。

1 中苏联合日食观测的任务与中国发展射电天文学的设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了苏联的深刻影响。1956 年，中国制订

《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 ，为各门学科的发展提

供了相应的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方面的安排，并规定了各门学科的发展步骤乃至发展速

度等具体内容。天文学远景规划的制定，是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张钰哲、李珩、戴文赛和孙

克定等人主要负责，同时也有苏联派出的高级天文代表团来华参与指导规划的制定。考

虑到射电天文“高灵敏度的信号检测技术和天线技术对雷达技术、微波遥感技术和无线

电电子学本身都具有重要意义”［4］，射电天文被选为中国天文工作的发展重点之一。苏

联专家在“接触了所有的天文机构，认识了所有的中国天文工作者”［5］之后，指出中国天

文学当时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 人员方面，老一辈天文工作者现代物理知识不足，而年

青一辈尚不能从事领导工作; 设备方面，总体水平很差，没有现代化技术水平的装备。因

此人员和设备是新中国天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兴的射电天文学属于交叉学科，对人员要求兼通无线电物理学和天体物理学两个

学科，需要有“多学科的配合和相当规模的设备基础”［6］。中国当时显然是不具备这些条

件的，“在当时做纯天文研究的天文台内，如按照常规的方式启动和白手起家，将非常困

难，并将旷日持久而难以奏效”［6］。因而天文学远景规划中对发展射电天文学做出了比

较务实的安排: 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选派留学生赴苏联学习，待到留学生学成回国

之后再从国外购置射电望远镜，然后进行射电天文学的研究工作［7］。1956 年，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派出研究实习员朱含枢赴苏联普尔科沃天文台研究学习射电天文学。朱

含枢也是中科院派出的早期留苏研究生之一。
此后不久的中苏联合日环食观测任务为中国向苏联学习射电天文学提供了极佳的机

会。这是一次中苏科学合作的任务，其起因是苏联的射电天文学家有意利用 1958 年 4 月

19 日的日环食进行太阳射电观测，而最佳观测地点是中国海南岛［8］。20 世纪 50 年代末，

太阳的射电辐射机制尚不清楚，这个问题是各国射电天文学家们关注的重点①。苏联科

学院普尔科沃天文总台射电天文学部主任海金( С． З． Хайкин) 教授阐述观测此次日环食

的重要性:“对日环食进行射电观测可以开展太阳辐射的偏振测量，太阳椭率测量，极大

食分时的剩余辐射流量的量度，太阳辐射的局部能源强度和分布情况的计量等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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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是太阳活动峰年，因此，此次日食观测更具有特别的意义”［9］。1957 年夏，普尔科

沃天文总台提出了中苏联合观测的建议［10］。1957 年底，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赴苏考察，

中苏科学院召开会议商讨科学技术合作事宜，经过双方讨论，最终将日环食联合观

测事宜提上日程［11］。1958 年 1 月，中苏联合日环食观测被正式列为该年中苏科学

院科技合作项目之一，并初步拟定中苏双方的合作形式，即中苏双方共同观测，共同

选择观测地点，苏方派专家提前来华进行准备工作，中方确定中方人员及其专业背

景等［12］。
留苏学习射电天文的朱含枢也参与了中苏联合观测任务的筹划。朱含枢 1953 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机电系，1954 年受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指派到中科院近代理物研究所

进修，师从无线电物理学家陈芳允。1956 年赴苏学习的研究课题是偏振射电望远镜的研

制和太阳射电偏振辐射的观测与研究［6］。此次他与苏联专家一道回国参与观测［9］。朱

含枢建议:“联合观测应是双方对等的，中方可请其老师陈芳允研究员带队，其中一个波

段的偏振射电望远镜可由朱含枢本人负责研制完成，并携回观测。中方观测队员可从各

有关研究所、院校中抽调有一定工作经验者组成。另与苏方实验室讲定，借留两个波段的

射电望远镜( 两架) 在北京作为中方蓝本，这样中方即可以经过联合观测实习的队员为基

干，快速地复制和研制射电望远镜，并开展有关的观测研究。”［6］

朱含枢的建议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采纳。在签署合作协议之时，中方就决定利用这

次联合观测，把尚属空白的射电天文学在中国建立起来。1958 年 1 月，中方拟定了工作

的初步设想: 在观测过程中，中方人员向苏联专家学习射电天文专业知识、射电望远镜的

原理及操作技术，观测完成后向苏联借数架射电望远镜，选择适当人员到北京进行集中培

训，然后在北京、南京和广州三地开展射电天文工作。望远镜由正在筹建中的北京天文台

选定地址安装，并就地开展人员培训工作［13］。

2 苏方观测队及设备

苏联对日食观测和太阳研究向来就很重视［14］。为了开展此次日食观测，苏方派出了

全国多个科研单位的数十名研究射电天文的权威人物组成了一支“国家队”来到中国。
前文提及的海金教授是此次日环食观测的总负责人，总领队则由普尔科沃天文台的射电

天文学家莫尔查诺夫( А． П．Молчанов) 教授担任( ［10］，3 页) 。海金与莫尔查诺夫均为

苏方太阳射电方面的领军级人物，海金于 1957 年就开始研究太阳在厘米波段射频辐射的

偏振现象，而莫尔查诺夫则是早在 1949 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就首次利用 3. 2
厘米射电望远镜观测太阳射电辐射，并从 1956 年起在普尔科沃天文台从事太阳射电研

究，涉及太阳射电直径的测量、太阳射电导航等［15］。
参与人员除了来自普尔科沃天文台之外，尚有来自苏联科学院物理所，阿尔美尼亚共

和国科学院天文台，高尔基大学无线电物理系，莫斯科大学、比拉干天文台、苏联科学院列

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等单位，他们由天文学、无线电及物理学工作者组成，共有 21 人［8］。中

方档案和相关资料中提到的比较有名的人员(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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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苏联观测队主要成员

人 名 单 位 人 名 单 位

柏利斯基 莫斯科大学 塔沃斯特希尔纳 普尔科沃天文台

普利契科夫 高尔基大学 彼得洛娃 普尔科沃天文台

克罗尔科夫［16］ 高尔基大学 汉基尔金 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托洛依茨基 高尔基大学 阿美尼兹基 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拉赫林 高尔基大学 沙洛莫诺维契 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斯克里波夫 列宁格勒大学 帕拉马尔楚克 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米尔扎别克杨 比拉干天文台 多洛顿科夫 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

这些苏联专家所在的机构都对太阳物理有过重要的研究。物理研究所研究日冕凝结

区，指出它是 10—50 厘米射电波的来源，因此可以直接观测射电以研究太阳日冕凝结的

活动情况; 高尔基大学的托洛依茨基等研究太阳的 3. 2 厘米和 10 厘米射电波，指出它们

与太阳黑子相关［14］。
苏方此次制订的观测计划旨在研究太阳局部活动区的亮度分布和偏振辐射。这些研

究项目具体包括: 测量太阳射电辐射强度分布( 包括分米、厘米和毫米波长) ，以获得在不

同波长上太阳辐射的“临边增亮”现象; 测量在厘米波段内太阳色球的椭率; 测量各种局

部辐射，特别是黑子区域的地位、大小、亮度和有效温度; 得到太阳的偏振射电辐射频谱

( 波长 0. 8—5 厘米) 以测定和太阳黑子有关的辐射区的大小和结构［10］。为了进行上述观

测，配备的射电望远镜其主要性能分别是: 8 毫米偏振测量、2 厘米偏振测量、3. 2 厘米偏

振测量、3. 2 厘米椭率测量、4. 5 厘米射电强度测量、5. 1 厘米偏振测量、50 厘米干涉仪

( ［13］，3 页) 。

3 中方的筹备

中方的筹备工作也是一个国家行为，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1958 年 1 月，中国科学

院副秘书长谢鑫鹤、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主任恽子强、电子学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

任顾德欣、陈芳允等人开会商讨中苏两国科学家合作组织 4 月 19 日日环食观测队相关事

宜［17］，会议决定组建专门的观测日环食工作委员会，以领导和协调中方的工作( ［10］，3
页) 。工作委员会由吴有训、周培源、程茂兰、张钰哲、戴文赛、谢鑫鹤、恽子强、顾德欣、陈
芳允、胡沙、庄力辛等组成，吴有训任主任，周培源、程茂兰、陈芳允、戴文赛任副主任［17］。
委员会下设业务小组和负责行政事务及招待联系工作的办公室。业务小组由程茂兰、陈
芳允、戴文赛三人组成，陈芳允为召集人，负责筹划有关业务工作，并对我国筹建射电天文

学提出初步方案; 办公室由庄力辛任主任，工作人员有王绶琯、栗岫石、安受训等［17］。
在观测日环食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和安排下，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电子所以及高教

部等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中方观测队。根据苏联方面提出的“对中国代表参加联合观测的

建议”( ［9］，10 页) ，中方调集了天文、无线电、电机、机械、电子等专业的人员参与这个项

目，主要从中科院系统的紫金山天文台、北京天文台、电子所和高校系统的南京大学、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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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单位抽调骨干力量和青年教师①。除了程茂兰、陈芳允和

戴文赛担任总的业务负责人以外，紫金山天文台青年骨干王绶琯也负责部分组织领导工

作，他是中方观测队的领队之一②。王绶琯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海归天文学家，他于

1953 年留英归国，1956 年被派往苏联普尔科沃天文总台进修授时技术，与普尔科沃天文

台的天文学家们有过专业上的交流。为落实联合观测前期准备工作，1957 年底王绶琯就

提前赶赴海南岛为观测选址，并与栗岫石( 当时为广东省的一位厅长) 协作，从当地海军

部门借舰艇来运载苏联的观测设备。苏联方面的莫尔查诺夫于 1958 年 2 月提前来海南

岛指导选址工作［17］，王绶琯协助莫尔查诺夫一起领导苏联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基建

工作③。
1958 年 2 月 20 日，中方确定了参加工作的人员名单［17］。中方观测队成员主要有 26

人，他们是: 天文专业的程茂兰( 北京天文台) 、张钰哲( 紫金山天文台) 、王绶琯( 紫金山天

文台) 、陈彪( 紫金山天文台) 、郭权世( 紫金山天文台) 、潘宁堡( 紫金山天文台) 、朱含枢

( 紫金山天文台) 、戴文赛( 南京大学) 、卢央( 南京大学) ; 无线电专业的陈芳允( 电子所) 、
吴怀玮( 紫金山天文台) 、官兆华 ( 紫金山天文台) 、杜连耀 ( 北京大学) 、郭汝嵩 ( 北京大

学) 、李征帆( 清华大学) 、吴相钜( 清华大学) 、陈钧量( 中山大学) 、邓次平( 北京工学院) 、
黄维坤( 南京工学院) ; 机械及电机专业的杨建 ( 紫金山天文台) 、王锦景 ( 紫金山天文

台) 、胡肇恒( 电子所) 、田凤桐( 北京工学院) 、经徵弟( 北京工学院) 、肖冠英( 清华大学) 、
吴陆威( 清华大学) ④。由于中方很少有人兼通天文和无线电，中方观测队决定先集中在

北京进行前期培训［17］。从 2 月 25 日开始，中方人员“经过了一个训练和互相了解的时

期”［13］。培训的具体内容及安排: 天文知识由戴文赛负责讲授，课程为“天文学基础”和

“太阳射电物理”; 无线电知识由陈芳允负责讲授，课程为“射电望远镜的设备原理”; 另有

提前来中国指导选址、基建、设备安装调试工作的苏联专家莫尔查诺夫等人讲授“此次日

环食观测计划及所用各种设备之特点”等［13］。此外，中方观测队还做了观测过程中的重

点学习计划，即“尽量多了解本次观测的射电天文问题，设备的原理、特点、优缺点，绘下

线路图和重要的零部件图，并了解有关的测量仪器”等( ［13］，6—7 页) 。
这样，中方借助配合苏联观测日环食的机会，组织了一支由天文、无线电、机械电机等

多个专业的青年骨干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通过联合观测过程中的学习和训练，成为中国

射电天文学科的拓荒者。

4 观测的实施及其成果

此次日食观测的实施主要包括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观测以及正式观测等步骤。
中国观测队的多数成员于 1958 年 3 月 19 日到达三亚，第二天进行分组后便开始了为期

882

①

②

③

④

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孙小淳、储姗姗访谈王绶琯院士，2013 年 9 月 27 日。
根据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整理出中方观测队人员名单，档案号: E172-123，E172-124，A0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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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左右的前期准备工作( ［13］，6—7 页) 。中方人员主要在设备的安装和一般测试

工作中起到较大作用，而在仪器的调整中则因工作经验不足发挥的作用较小( ［13］，6—7
页) 。通过参与苏方射电观测设备的安装调试过程，中方观测队认识到“中方无线电方面

的人员缺少对微波较为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此外，机械人员数量也显不够，电机工作人

员则“因天线的传动部分比较简单，所起作用较少”。尽管如此，上述工作“为正式观测时

当好助手做好了准备”，而“人员配备上显示出的这些缺点，可以作为将来发展我国射电

天文的参考”并“为观测后独立操控这些厘米波射电望远镜，进而独立研制自己的望远镜

打好基础。”①( ［13］，6—7 页)

4 月 19 日的正式观测中，中苏双方在较为合理的分工下展开了密切合作。每架设备

均配置了相应的观测人员、仪器保养人员和辅助人员。观测人员由一到两名苏方人员和

一名中方人员共同担任，仪器保养人员全部由苏方人员担任，辅助人员则由一到三名中方

人员担任( ［9］，8—9 页) 。中苏双方的沟通工作由几名俄文翻译负责，如徐谏贤( 十局编

译所) 和孙映龄( 电子所) 等②。观测进行的比较顺利，各台射电望远镜均得到较充分的观

测数据，这些数据后来被用于多篇太阳射电论文。观测结束后，苏方领队莫尔查诺夫和中

方领队陈芳允共同撰写了《中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 1958 年 4 月 19 日日环食联合观测

队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工作报告》) ，刊登在 1958 年的《科学通报》上。《工作报告》中

所展示的“初步观测结果”有: 在太阳射电辐射的强度分布方面，对日食过程中太阳射电

的剩余辐射量进行了记录，发现了太阳射电辐射的“临边增亮”现象。8 毫米波的观测结

果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在这一波长如此顺利地得到很好的结果还是第一次”( ［8］，338—
340 页) 。在太阳黑子区域射电辐射源的射电强度测定方面，计算出了黑子区 3. 2 厘米波

长的辐射温度。此外，还得出黑子区域的辐射在厘米波段有圆偏振波的存在，但随波长减

短而减小( ［8］，338—340 页) 。同时，4. 5 厘米和 8 毫米设备的观测结果也用中、俄文发

表在 1959 年第一期的《天文学报》上［18，19］。中方观测队的卢央、李征帆和陈钧量因参与

了这两台设备的观测，被苏方列为论文的合作者③。后一篇文章还提到，中方领队陈芳允

和王绶琯也参与了观测结果的讨论［19］。随后，苏方总领队莫尔查诺夫于 1959 年的国际

天文学大会上对此次观测的初步结果做了报告并与国际射电天文学界的学者们展开了交

流与讨论［20］。
观测结束后，中方按照之前拟定的学习计划邀请苏联观测队为我国天文及无线电单

位的相关人员讲授射电天文。1958 年 5 月，苏方观测队受邀赴南京参观紫金山天文台、
南京大学数天系以及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考察，并举办了多场学术报告。这些报告的主

题是此次日环食射电观测的初步结果和射电天文学相关理论及技术的介绍。报告题目包

括:“太阳射电和 4 月 19 日日环食观测的一些结果”“射电天文中利用 8 毫米电波的技术

和 4 月 19 日日环食观测的一些结果”“宇宙射电的偏振”“银河星系 91. 6 厘米的单色辐

射”以及“连续谱弱信号接收”等。参加讲座的主要是“南大数天系天文助教以上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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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姗姗访谈吴怀玮，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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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58 年海南岛日环食中苏联合观测队( 王绶琯院士提供)

级以上师生、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实习员和技术员以上干部、南工无线电系助教以上教师和

高年级学生以及南大物理系电子学和光谱专业以上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等”［21］。然而，这

些报告的总体效果并不那么显著，因为“学天文的听懂了天文部分，不懂无线电部分，学

无线电的懂了射电部分，不懂天文部分”［21］。尽管如此，这些讲座还是有助于“启发学无

线电的同志如何将无线电技术与天文观测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射电技术”，同时

“帮助学天文的同志掌握运用射电技术进行天文观测工作，进一步开展新的天文研究工

作”［21］。讲座还激起了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师生们在“大跃进”运动中发展射电天文和制

作射电望远镜的“冲天干劲”①。

5 北京天文台沙河站的射电天文起步工作

观测任务结束后，中方按原先设想，向苏方借留了两架厘米波望远镜( 3. 2 厘米和 2
厘米波段各一架) ，并获得了望远镜的设计图纸以及部分重要零部件②。随即拟定了工作

计划，即“利用苏联日食观测队留下的两架太阳射电望远镜，与电子学研究所合作，先安

装于北京授时台，迅速开展此项观测工作，并在我国能自制射电望远镜的条件下，准备在

南京、昆明两地开展，提前实现十二年远景规划”［22］。
北京天文台当时尚在创建之中，它的筹建是 1956 年制定的天文学远景规划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北京建立一个具有中型仪器、以进行天体物理研

究为主的现代化综合性天文台［23］。1957 年，为了加快北京天文台的建设，张钰哲把紫金

山天文台的业务骨干王绶琯、吴怀玮等人调往北台筹备处工作，并将紫金山天文台的图书

复本调往北京天文台，还向同紫金山天文台学术刊物有交换关系的各国天文机构通报中

国正在筹建北京天文台［24］。在北京建授时台是北京天文台筹建计划中的重点之一，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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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姗姗访谈易照华，2016 年 6 月 11 日。
孙小淳、储姗姗访谈王绶琯院士，2013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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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在北京北郊建设了沙河工作站作为授时工作的基地［23］，向苏联借留的射电望远镜

就安装在沙河站开展工作。
沙河站的射电天文工作具体由中方观测队的领队王绶琯与陈芳允二人联合主导，吴

怀玮、官兆华、卢央等人也于观测结束后迅速来到沙河站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苏

联射电望远镜进行太阳观测，并对苏联望远镜进行解剖和仿制( ［23］，133 页) 。沙河站

的工作进展比较迅速，据北京天文台档案记录，1959 年初，北京天文台就组织了波长 3. 2
厘米太阳射电望远镜总结鉴定，称北京天文台制造出中国第一架能“正规工作的射电望

远镜”，其工作性能“接近苏联同类型仪器的噪声水平和灵敏度的标准”。这架设备的制

造完成当时也被看成是“在研究太阳物理和开展太阳服务工作中迈出的第一步”［25］。
作为北京天文台筹建的主导单位，紫金山天文台也于 1958 年 12 月组建了相应的射

电天文学研究组，卢央被调回担任组长。当时的主要工作也是仿制苏联的 3. 2 厘米射电

望远镜，仿 制 工 作 同 样 受 到 王 绶 琯 和 陈 芳 允 的 指 导，这 项 工 作 于 1959 年 4 月 初 步

完成［26］。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对中国早期的射电天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京

天文台沙河站成为多所高校前来参观学习的“大本营”。1958 年下半年，南京大学、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响应“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口号，都提出要

制造射电望远镜这种“先进设备”。这几所高校的天文或无线电专业的师生陆续来到沙

河站，参观苏联射电望远镜并着手仿制①。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校先后仿制

成 3. 2 厘米射电望远镜各一部，并于 1958 年底在教育部于北京组织的“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展览会上作为“跃进”成果展出②［26］。南京大学的设备是由数学天文系的三年级

学生王京生、彭云楼、傅其骏、李挺及二年级学生秦志海、钱承统、羿美良等 7 人承担完成

的，他们先前听取了苏联观测队的射电天文报告，大受鼓舞，随即在南大校园内张贴了决

心要制造射电望远镜的“大字报”，之后于 1958 年 7 月从南京赶到北京天文台沙河站，对

苏联 3. 2 厘米射电望远镜接收系统进行了复制，并于该年 10 月完成③。北京大学的射电

设备由北大无线电系的部分师生仿制而成④。清华大学的射电设备则由参与了海南岛观

测的李征帆、吴相钜、肖冠英、吴陆威等人于 1958 年 9 月仿制完成⑤。
与其它高校不同，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天文组首先仿制是 2 厘米波段的射电望远镜，

这是因为北师大物理系与雷达部门有合作项目，可以得到仿制 2 厘米波望远镜需要的关

键元件速调管，而其它高校则得不到⑥［27］。这也表明当时国家电子工业非常落后，缺乏

制造射电天文学望远镜关键的电子技术。
事实上，这 4 所高校在“大跃进”中匆忙赶制出来的厘米波单天线射电望远镜，全部

为铝皮镜面的木头天线，技术很粗糙，根本谈不上用来进行实际观测。在“教育与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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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易照华，2016 年 6 月 11 日。
储姗姗访谈秦志海、彭云楼，2016 年 6 月 11 日。
储姗姗访谈吴鑫基，2016 年 6 月 26 日。
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范英，2016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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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装在北京天文台沙河站的苏联 3. 2 厘米射电望远镜

( 傅其骏提供。图中站立者为来沙河站参观的南京大学天文系大三学生王京生)

动相结合展览会”之后，清华大学的射电望远镜甚至直接被丢弃，李征帆等人此后也没有

继续从事射电天文学的研究工作①。可见这种为了“大跃进”而仿制苏联望远镜的活动还

不能算是正式的射电天文学研究活动。但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

的几位学生在毕业后均步入射电天文研究的道路②，从这点来看，沙河站的仿制苏联射电

望远镜活动使得参与人员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了射电望远镜的制造技术，可以说是为尔后

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射电天文研究做了初步的准备。
“大跃进”运动对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中苏日食观测过程中组织起来的

中方队伍并没有全部留在沙河继续开展射电天文工作。除了天文专业和少数电子学专业

人员以外，其他大多数人员均因为“大跃进”的“放卫星”任务而回到原单位，未能继续从

事射电天文工作③。因此，培养射电天文人员成为北京天文台的一项重要任务。北京天

文台在 1959 年发展计划中提出:“为了适应天文事业迅速发展，对干部的要求除通过实际

工作中有计 划 有 步 骤 的 培 养 外，计 划 举 办 天 文 事 业 训 练 班，培 养 中、初 级 天 文 工 作

人才。”［28］

1960 年，王绶琯正式筹办了一期全国性的射电天文训练班。培训班主要讲授“射电

天文方法”及与射电望远镜相关的无线电理论和技术④。除了王绶琯，吴怀玮也是授课教

师之一，另有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专业分配来北台的杨竹信参与教学工作，以及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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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姗姗访谈李征帆，2016 年 6 月 1 日。
南大这七位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分别是: 王京生后赴紫金山天文台参与射电工作，彭云楼、秦志海和钱承统后

成为南京大学数天系射电组成员并负责射电天文的教学工作，傅其骏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天文台厘米波组

工作，李挺和羿美良则在南京天文仪器厂负责研制天线。
孙小淳，储姗姗访谈王绶琯院士，2013 年 9 月 27 日。
储姗姗访谈罗先汉，2016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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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系毕业后分配来北台工作的钱善瑎、傅其骏协助授课①。学员为全国多所高校的天

文及物理专业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如北京大学的乔国俊、罗先汉、尹其丰、王德茂，南

京大学的周文天、郑乐平，上海天文台的万同山、翟书文，北京师范大学的彭忠明，福建师

范学院的李忠信等 30 余人( ［23］，133 页) ②。这批学员有不少后来成为中国射电天文学

研究的骨干力量，如乔国俊、罗先汉等后来是北京大学射电天文工作的骨干，周文天和郑

乐平则在培训结束后留在北京天文台从事射电天文研究，万同山和翟书文则在日后领导

了上海天文台的射电天文工作③。可以说，沙河站的射电天文工作，在人员和设备方面为

中国射电天文学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6 结 语

综上所述，新中国发展射电天文学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射电天文学先是被纳入 1956
年制定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随后于该年派人赴苏学习，计划

待其学成归国后再按部就班地开展射电天文工作。从人员组织方面，为了观测顺利实施，

从全国各个单位统一调配了数十名天文及无线电专业的骨干力量，同时指派了无线电专

家陈芳允和青年海归天文学家王绶琯来负责领导观测中及观测结束后的射电天文工作，

甚至动用军队舰艇来运输苏方射电望远镜，而且“从选址、基建到观测筹办工作获得中国

科学院广州分院及广东省与海南岛地方党、政、军、群各方大力配合支持”［29］。这表明，中

国为了发展射电天文学这门新兴学科，调动了国家各方面的力量对其进行组织保障，显示

出高效性。
1958 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环食观测的任务大大增强了中方向苏联学习射电天文的

效果，从而使射电天文的远景规划得以提前完成。在射电理论知识方面，尽管中方人员有

基础知识背景不足的困难，但苏联射电天文学家的讲座仍然促进了中方人员开展射电天

文的积极性，之后于北京天文台沙河站举办的射电天文训练班又进一步为中国射电天文

研究人员打下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在仪器设备方面，中方通过借用苏联的射电望远镜进

行熟悉和解剖，并利用从苏方所借的图纸展开设备的复制工作，使得中方人员更易于掌握

这门原先纯属空白学科的设备制造的相关技术和原理。由此可见，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发

展射电天文学这门新兴学科，既体现了计划性的总体特征，又充分利用了有利时机，不乏

必要的“灵活性”。
到 1959 年底，因中苏外交关系恶化，苏联射电望远镜及图纸均被要回，中国发展射电

天文学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又因“大跃进”的冲击，造成了研究力量分散。但总的来说，中

国比较好地利用了 1958 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食观测的机会，了解了射电天文学前沿，学

习了射电望远镜技术，培训了一支年轻的队伍。这些都对后来射电天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起

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1958 年中苏联合海南岛日食观测实为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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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储姗姗访谈吴怀玮，2016 年 6 月 1 日; 储姗姗访谈傅其骏，2016 年 6 月 14 日。
储姗姗访谈范英，2016 年 7 月 21 日; 储姗姗访谈罗先汉，2016 年 6 月 28 日。
储姗姗访谈傅其骏，2016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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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文是在导师孙小淳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王扬宗教授也为本文提供

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王绶琯院士、吴怀玮先生、李征帆先生、易照华先生、秦志海先生、彭云

楼先生、傅其骏先生、吴鑫基先生、范英先生、罗先汉先生等接受了本人的访谈; 同时，本文

在文献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档案馆、紫金山天文台、国家天文台、电子学研

究所等单位的支持，在此一并表达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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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58 Sino-Soviet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 in Hainan
and the Beginning of Ｒadio Astronomy in China

CHU Shanshan
( School of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The Sino-Soviet joint observation of the 1958 solar eclipse in Hainan presented a u-
nique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launch its own program on radio astronomy． Led by Soviet scientists，
the expedition focused on the solar radio observation and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solar radio e-
mission． A team of Chinese scientists were selected and trained to participate in and assist the obser-
vation work． After the expedition，aiming at building its own radio astronomy program，China bor-
rowed two radio telescopes working on centimeter wavelengths from the Soviet team and started to
make radio telescopes by imitation，and to train young scientists recruited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s of this joint expedition and Chinese scientists' preparations for it，the
training of the young scientists for radio astronomy，and the imitative work on radio telescope technol-
ogy in Beijing Observatory，this article revealed how this Sino-Soviet joint observation had paved the
way for the beginnings of radio astronomy in China．

Keywords The 1958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 in Hainan，radio astronomy in China，Sino-Sovi-
et cooperation，Beijing Observatory

592


